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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运河与青县社会发展关系探究

王银海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青县与运河之间的联系可谓源远流长，特别是在明清时期随着运河体系的完善，青县与其他沿

运河城镇一样，其内在的社会发展受到运河影响。明清时期青县社会发展中的城镇建设、经济发展及其

河神信仰等，揭示了本时期青县在运河影响下发生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变化，也展示了青县社会发

展与运河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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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县，位于河北省沧州市北部运河沿线，该地历

史悠 久，据 方 志 所 载，青 县 “春 秋 时 为 清

国”［１］（卷一沿革６页），汉为参户县地，晋为章武县地，此后

历代又于县境内置有芦台军、乾宁军、宁州、永安县、

乾宁县、会川县等区划，直至明洪武初，省会川县入

清州，并改清州为青县。至清顺治十六年（公元

１６５９年），又省兴济县并入青县。是故，本文所研究

之青县以顺治十六年之后青县疆域为准，即涵盖明

代青县、兴济二县。其实早在东汉末年，曹操为北征

乌桓，即于建安十一年（公元２０６年）命董昭开凿平

虏渠，其走向与今青县所濒临之南运河基本一致，但

此时运河服务于军事需要，并不畅通。此后直至宋

金，运河时有修造，然此时期的运河多不成系统，且

北方多战，是故对于青县社会发展来说影响有限。

元代，南北重归一统，为了漕粮北运以及加强对于帝

国南方财赋重地的控制，政府又重新加强了对运河

的开凿与治理，然而河道常受限于洪水、淤积之苦，

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借助于海运以运输漕粮，而到元

末更是“专仰海运矣”［２］，漕运不兴，使得青县的地理

优势大打折扣。直至明清，随着会通河的重浚以及

黄河与运河关系的调整，运河水源的开发与排蓄使

得京杭运河再一次全线贯通，而相关堤防、闸坝设施

以及相关制度的设置更使运河的航运条件得以提

升，使大运河在明清两代长时间内成为南北交往的

要道，不仅政府将其视为漕粮北运的命脉，民间更视

其为交通要道，来往其上的商船民运亦是异常繁多。

而为了保证运河通畅，濒临运河的青县也因此得到

明清两代政府的关注，正如光绪《青县志》所言“县为

漕运所经，漳卫合流，堤工最要”［３］（凡例１页）。为此，明

成化三年（公元１４６７年）开凿兴济减河，“因会通河

水泛涨，浚此河以杀其势”［４］（卷二山川３７页），而明正统四

年（公元１４３９年）又“筑青县卫河堤岸”
［４］（卷二山川３０页），

至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１７７１年）又将兴济河闸改

为减水坝，以癢运河盛涨。除了堤岸闸坝建设之外，

明清两代又于青县设置浅夫以负责河道疏浚，“运河

六浅，砖河浅、运坊浅、李家浅，三浅俱在县南，留小

浅、流河浅、新庄浅，三浅俱在县北，旧设浅夫五十

名。又兴济归并河东七浅，安堵寨浅、王家浅、流洪

浅、安家浅、柳巷浅、李家浅、八里塘浅，旧设浅夫七

十七名”，［３］（卷二山川４９页），其分属十三个浅，共一百二十

七名。其后至清乾隆三年又将浅夫悉行裁撤，并改

设河兵分属三汛，即兴济巡检汛、主簿汛、唐官屯千

总汛。总之明清两代一系列的治运、管运措施，使得

包括青县所临南运河在内的整个京杭大运河河道顺

畅，这不但极大促进了沿运城镇的人员物资交流，更

对于沿线城镇的社会发展施加了深远的影响。

一、明清时期青县城镇建设中的运河因素

社会发展是一个宏观概念，包括了诸多方面，而

城镇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载体，是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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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城镇建设亦是本区域社会发展的集中、直观体

现，通过对城镇建设，主要是关于城镇建设历程及其

建设布局的研究，我们可以对明清时期运河与青县

区域社会的空间变化、空间结构的发展有一个整体

性、宏观性的认识。首先如前文所述，本文青县以清

顺治十六年后为准，是故在地理范围上，其包括明代

所设之青县与兴济县。另据民国二十年《青县志》中

《青县全县略图》所示当时有一定规模的城镇计有县

治、大黄洼镇、流河镇、马厂镇、木门店、崇仙镇、新集

镇、杜林镇、兴济镇，其中直接濒临运河的有县治、流

河镇、马厂镇、兴济镇，而新集镇、杜林镇则经滹沱河

与运河相通，据方志载“昔年盐艘商舶通行俱由岔河

口（即滹沱河与卫河交汇之处）、杜林镇而上溯武强

县之小汜”［４］（卷二山川３０页），由此可知在明清时期，新集

镇、杜林镇的城镇建设势必会受到运河贸易所带来

的间接影响。然而在这诸多城镇之中，若论运河影

响下的城镇建设则以县治最为突出。首先县治不但

临近运河且作为全县的政治中心，其可以充分享受

政治中心所带来的建设资源，使得运河因素与政治

因素相促进，进而提升城镇的建设水平。而兴济镇

作为原兴济县县治，在明代与青县县治一样可以享

受双重“红利”，至清代虽降级为镇，然其城镇建设基

础仍在，并依然作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商业城镇，以致

民国《青县志》载“我青邑商务精华尽在兴济一

镇”［５］（卷七经制２０页），乃至民国二年设立商会之地不在县

城，而在兴济镇。如前述运河的疏浚与治理促进了

城镇的发展，县治与兴济镇在享受运河“红利”的同

时，其城镇建设势必具由浓浓的运河色彩。

首先以县治为例，县治古城位于运河西岸一里，

此区域早在北宋便已有城池，“宋析永安县置土城，

周 回 五 里，高 三 丈 五 尺，池 阔 二 丈 深 一

丈”［３］（卷二建制６３页），然而历经多年至明初“其城仅存遗

址”［４］（卷七艺文１页），且其城址并未紧靠运河，不利于官

商往来与物资进出。是故明初县署选址时并未建于

古城之内，而是择近建于运河之滨，而除县署外，太

仆寺、察院、县儒学、教喻署、训导署、运河主簿署、龙

神祠、城隍庙等政府机构及庙宇均建于河滨。由此

就明清时期青县县治城镇建设历程来看，其首先起

于河滨，其后至明中期随着帝国统治危机的不断显

现以及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县治民众迫切需要城

池以作为防护，正如方志所载“成化初，长民者思无

以御侮禁暴，乃因旧基而缩其四之三筑为城，居民亦

恃以无恐”［４］（卷七艺文１页），然而此后社会不稳定的状况

不仅并未得到改善，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正德五

年（公元１５１０年）发生于河北、山东一带的刘六刘七

起义，嘉靖元年（公元１５２２年）波及山东、河北、河南

三省的矿工王堂起义，至万历年间更有白莲教传播

于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数省，到明末更是外有满洲

时时入关寇扰，内有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为此一

方面自成化二年（公元１４６６年）重修城墙起至明末

崇祯十三年（公元１６４０年），历代翻修城池不断。另

一方面又将县署、社学迁入城内，并在城内修建察

院、预备仓等机构，由此青县县治就形成了滨运河区

（因位于城池以东，故又称东关）与县治城池两大区

域，并延续至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仅仅从城池修

缮的过程中依稀可见运河的身影。如城池有三座

门，其中其正对运河东关城区的大门被称为“通济

门”［４］（卷七艺文２页），顾名思义，乃通往运河济渡之门。

而此 城 建 有 护 城 河，据 方 志 载 乃 “引 水 通 沟

渠”［４］（卷七艺文２页），而城池附近唯一稳定水源只有运

河，故可猜测其护城池之水当来自运河。

明清两代出于安全需要虽修有城池，并将部分

政府机构迁入城内，然通过县治城区的祠宇寺观及

街道的分布仍可看出其城镇的总体布局及与运河之

间的关联。首先，祠宇寺观作为城区的社会交往活

动中心，其地理位置的集中分布无疑体现了一个区

域城市建设的重心以及城市社交与经贸的繁华程

度。通过查阅资料，在明清两代除上所述建筑设施

位于东关之外，尚有文庙、文昌帝君阁、明伦堂、尊经

阁、马神庙（后改为土地庙）、邑厉坛、名宦祠、乡贤

祠、启圣祠、火神庙、真武庙、东岳庙、泰山行祠、龙王

庙、河神庙、关帝庙、三圣祠、三皇庙、玉帝庙、药王

庙、观音堂、石佛寺、义仓、义学、会川书院、风云雷雨

山川坛、先农坛、三官庙、夏公祠、乐只祠、雩坛、周武

庄公祠、节孝祠、忠义祠、娘娘庙、观音堂、弥陀庵等

众多建筑建于东关及其附近。而建于此处一方面临

近重要的南北交通孔道———运河，方便来往各方人

员为此类建筑提供资金等各方面支持，如“蔡士英，

号魁吾，辽东人，巡抚江西，两任总漕，……，往返过

青多所捐施”，而其次子“见任川湖总督，舟过青□□

修文昌阁”［１］（卷三寓贤入乡饮前１页）。由此可知蔡士英父子

二人，因为官之便，需从运河经过青县，并都对青县

的建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特别是蔡士英次子，更是

表明了其直接参与位于县治东关文昌阁的重修。再

如《清弘文院大学士静海高尔俨玄帝庙（即真武庙）

重修碑记》所载“天津兵宪刘公祖讳武元者，巡历兹

地，便道经过，切见庙基荒凉，荆埋瓦砾，怆心惨目，

特布虔诚捐俸重修”［５］（卷四舆地３４页），而会川书院亦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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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其改建为永安书院后曾受清盐运使季邦桢拨

公款两千两白银以作经费（以上两例虽未直接说明

其捐助者经水路而来，然天津即在南运河北首，而盐

运使所经营之盐亦以运河为其主要贸易通道，且这

些设施紧邻运河航道，暂可推测捐助者凭运河而

来）。此外，因运河从县境中穿过，是故除东关临河

设施外，其余境内临运寺庙亦有此类状况。如《流河

镇文昌帝君殿碑记》中载有“迨辛卯季春，余得令武

林，扬帆南下，运艘充塞河中，泊舟青县流河乡，凭栏

一眺，高土巍峨，有新庙鼎建其上，……，昆仲辈征言

于余，劝勒石以垂不朽，余为记其事”［４］（卷七艺文１６页）。

而另一方面，临近运河有利于建筑材料的运输，如

《清弘文院大学士静海高尔俨玄帝庙（即县治东关真

武庙）重修碑记》中有“选木于河”［５］（卷四舆地３４页）一语，

而在县治以北运河沿岸的白家庄《重修北极真君庙

碑记》中亦有“其选木于河”［３］（卷七艺文２３页）之言。通过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清两代县治东关区域

建有大量祠宇寺庙以及书院等设施，而与之相比，城

内的建筑设施特别是作为具有社会交往与商贸价值

的祠宇寺庙甚为寥寥，只有八腊庙、刘猛将军庙、观

音寺、土地祠、狱神祠、文昌庙、菩萨庙、马王庙、科神

庙、吕祖阁等少数寺庙，且其社会影响大多不如东关

寺庙。

除祠宇寺观等建筑设施之外，通过查阅现存民

国《青县关厢街市图》以及方志记录可知，截止到民

国时期，青县县治共有街巷十五条（指有一定规模，

拥有特定名称者）。其中城池之内仅有东西街、南北

街两条较大的街道。而与之相应，东关则以东西向

与南北向两条主干道路为主，东西向主干路是连接

城池与东关运河的主路，称之为“西街”。南北向主

干道则沿运河一线分布，其名称更为细致，从北至南

依次称为北街、中街、南街，并与西街相交于十字街，

此外北街、中街、南街分别通过城隍庙巷、挑水巷以

及山西巷与北街渡、中街渡、南街渡三处运河渡口以

及绵延长达百米的青县大码头相连，至民国又修建

了南小渡经元宝石街与南街相连。这两条主干道构

成了东关的骨架，不仅祠宇寺观、民居商铺多沿其分

布，而且在这些祠宇寺观、民居商铺之间亦形成诸多

小巷与两条主线相接，其中规模较大有特定名称者

有文庙巷、鞭子市街、火神庙街三条街巷。总体而

论，东关有一定规模并拥有特定名称街巷十二条，远

超过城池之内的两条，且部分街巷以运河相关产业

命名，如鞭子市、挑水巷、元宝石街，而山西巷的命名

则或与依运河而来的山西商人密切相关。最后值得

一提的是在民国街市图中，与东关隔运河相望的李

家镇已与县治融为一体，其城区分布与东关类似，亦

受运河影响有一南北向主干道，即李家镇南北大街，

其亦通过小巷与运河渡口、码头相连。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就明清时期而言，因东关区

域紧邻运河，拥有极为便利的交通优势，是故城镇建

设起于东关，其后虽出于安全因素而复修城池，然运

河不但直接影响了城池建设，并且依然在推动东关

区域的城镇发展。东关地近运河，使其成为物资人

员往来荟萃之地，所谓“四会五达，实为形胜要

冲”［１］（卷一星野１页），形 成 “舸 舰 宁 千 万，纷 纷 此 地

过”［１］（卷四诗赋４０页）之景象，这极大带动了东关区域的社

会发展，使其成为全县治的人口集中、社会交往、贸

易往来的重地，而建于东关的各种建筑设施以及街

道、渡口、码头便随之兴旺，成为明清时期东关区域

在运河影响下城镇建设的最好印证。而及至清后

期，濒临运河东岸的李家镇亦得以凭借地理优势得

以发展，乃至与东关区域连为一体，使青县县治形成

了以东关区域为主，含括城池之内以及运河东岸李

家镇的青县大镇。

与之类似，兴济镇西邻运河，其于明嘉靖三十年

（公元１５５１年）所建土城便位于运河之东，且亦掘有

护城河一道，虽未明言其护城河河水之源，然因其城

紧邻运河，故其水源在很大可能上应源于运河。另

外，其西门曰“河清门”［６］（卷上城池１０页），据方志所载便因

通往运河而得名。除此之外府馆、预备仓、养济院、

乾宁驿、城隍庙、水府祠、天妃庙、流佛寺、关王庙、白

衣庙、龙母阁、小市庙、三圣庙、崇真宫、圆明寺等祠

宇寺观及机构皆位于城西与运河附近，而兴济镇亦

有与运河相平行的南街、北街，且南街、北街都经由

兴济北大渡、兴济南大渡、兴济北小渡、兴济南小渡

以及兴济码头等渡口、码头与运河直接相连。此外

运河成为兴济镇景观建设的重要因素，正如嘉靖时

期《河间府志》所云：“县（即兴济镇）西有卫河，即南

北岁运漕河，秋涨则波澜衍?，有足观者”［７］，此即

“兴济八景”之“卫河秋涨”，而八景之“神堤烟柳”“西

泺渔樵”“范桥古渡”“驿亭甘井”等景点也位于兴济

镇城与运河附近，在提供人们娱乐休闲的同时，也为

文人创作提供了素材，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兴济镇的

文化建设。但因史料限制，对于兴济镇的城镇布局

今已很难考证，然通过土城修建以及如此多的建筑

设施与街道、渡口仍可看出运河对兴济镇的城镇建

设施加了诸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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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清时期青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运

河印记

在明清两代，运河作为物资人员往来的重要通

道，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而沿线城镇亦受其

利，如彼时的苏州、镇江、扬州、杭州、济宁、德州、临

清、天津等运河名城无不是百货荟萃、商贾辐辏的繁

华都市。例如明代时任吏部尚书的王直曾如此形容

临清城，“临清为南北往来交会咽喉之地……财赋虽

出乎四方，而输用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

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

通，其为要且切也”［８］。而青县经济发展虽比不得以

上的通都大邑，然亦难免受运河之影响。

青县地近海滨，多有灶地，制盐业较为繁盛，方

志中亦有“盐乃土产”［１］（卷一工食２５页）之说，而在明清两

代，盐业则为运河上大宗商品之一，乃至成为两大全

国性商帮晋商、徽商的发家之物。而青县不仅地近

著名的长芦盐场，并且其自身亦是食盐产地之一，由

此为运河商人所看重。早在元代运河初通之时，便

已有青县商人“尝浮舟往来，逐盐之利”［４］（卷五人物１６页）。

至明代万历十八年，朝廷更是下令“申准免卖官盐，

岁纳包课银二十两”［１］（卷一工食２５页），这极大地推动了本

地食盐的自由买卖。而在清顺治五年更是规定，长

芦运盐南所与北所的商船“各行至天津，赴北司照票

查验放关，行至青县鲍家嘴（位于县治之南）岔河口，

本司必委员验实放行”［４］（卷三兵防３７页），由此青县也成为

运盐商船的重要关卡，并进一步推动了明清时期青

县盐业贸易的发展。如方志中就有山陕商人于青县

贩卖食盐的相关记载，“国朝顺治五年，西商石忠无

知罔利，领官盐若干引至青，半载亏本逃毙。……。

顺治末年，商人复领引盐如前数，至青散?，……，今

商人临河自行发买”［１］（卷一工食２５页）。除食盐之外，青县

所产之诸多杂货亦有经运河贸易运输者，如冬菜曾

由闽粤商舶运销各处，诸如此类货物还有粮食、乾

粉、草帽缏、草茶等商品多经码头售往各地，而外来

商品诸如百货、棉布、煤炭则经运河贩抵青县。明清

时期的运河人员物资往来频繁，而青县沿河区域特

别是县治东关与兴济镇更是“运河流贯中央，帆樯络

绎如织”［５］（卷七经制２５页），这一优势条件既有利于附近商

品的集中，亦为商品提供了较好的市场与流通渠道，

如方志中就曾记万历三十七年，有一孝子曾与乡民

一同 “乘 船 入 市 至 城 东 北 隅 （即 县 治 东 关 区

域）”［３］（卷五人物１４页），可见早在明万历年间，县治东关区

域便已借助运河成为本区域商品的集散地。及至清

代，东关与兴济镇的集散功能更是得到进一步发展，

方志曾如此描述集散于县治的商品种类“粮食、牲

畜、鱼肉、鸡鸭、菜蔬、柴草、估衣，用品俱全”，至于兴

济镇更是如此写道“粮食、牲畜、菜蔬、鱼肉、鸡鸭、柴

草、木植、杂货等日用物品无不具备，秋间上市粮食

车辆动达数千，为卫河（即大运河南运河段）上下游

集市所仅见”［５］（卷一舆地２５页）。如此可见明清时期，县治

东关与兴济镇充分借助运河优势使其成为全县乃至

卫河上下都有名的经济市镇。

青县利用运河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亦会促使人们

的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发生变化。通过查阅方志

资料，可以发现最早关于青县民风的评价出于元代

《青州志》，“其民质朴，不事浮华，民劝稼穑，女务蚕

桑”［１］（卷三风俗３７页）。至清康熙年间，对其评价依旧是

“民性敦厚”［９］，“高者肆力于艺文，次之竭力耕作，下

之亦不伍于市井”［１］（卷三风俗３７页），即仍旧是以传统的男

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为主，人们的观念

依旧是学而优则仕，重农轻商的思想。然而，随着运

河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青县县治、兴济镇等临河城

镇的不断建设，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也在潜

移默化中悄悄改变。早在明万历年间，时任青县知

县的潘榛看到运河之上，人们为了追逐利益而百舸

争流，不由得发出“飞蓬各自急，逐利定谁何”的疑

问”［５］（卷四舆地５２页）。而在清咸丰年间，曾任职翰林院编

修的刘有铭在叙述重修兴济镇文昌宫缘由时更是如

此评述当时风气，“念地滨运河，粮艘之所往来，得藉

以懋迁南北有无，化居以故隶兹土者，多趋利逐末，

数十百年以来，生尘，斗魁匿曜，文风不振久

矣”［５］（卷四舆地４５页）。由此可知，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中后

期，青县的民风便已发生改变，至清代这一改变更

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再固守已有的“重农抑商”

“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相反“逐利”“从商”等重

商思想兴起，致使大批本地居民“弃本逐末”，乃至书

生士人“弃文从商”。而人们生活方式亦随之改变，

一方面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方

式，另一方面“不事浮华”的生活作风也遭受到追求

更高生活水准方式的挑战，例如明清时期青县运河

美食文化以及红木文化的兴起，体现出人们追求更

为细致的生活享受。

三、青县区域信仰中的运河因素

明清时期的大运河一方面作为中央政府控制南

方财赋重地以及南粮北运的国家命脉，另一方面则

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人员物资往来的贸易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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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官方与民间对于这条黄金水道都极为重视。此

外运河处于季风气候区，季节降水量极为不均，易沿

河道发生洪涝灾害，进而危及两岸。也由此，围绕运

河产生了一批具有鲜明护运保河特色的神明体系。

而青县亦是“地滨大河，向称泽国”［４］（序１１页），“当畿南

要冲，东南财赋罔不由卫渠用达”［１］（戴后序７页），故而也

产生了一批与运河紧密相关的神灵，并与其他神灵

一道，形成了明清时期青县社会信仰体系。

在兴济镇西南王家浅有一座建于明初的寺庙，

庙内供奉着诸多神灵，这些神灵均与运河有着密切

联系。首先供有金龙四大王神。金龙四大王，姓谢

名绪，南宋末年，元兵攻入临安，太后被俘，少主逃

去，谢绪不甘心当亡国之臣投江而死，死后尸身不

腐，时人异之。元末，明将傅有德与贼战于吕梁，士

卒见谢绪身着金甲助其破贼。再至明永乐年间，成

祖开凿运河，凡是向谢绪祈祷保佑运河通凿、航船过

险之事，没有不灵验的，于是奉敕建祠，封为金龙四

大王。金龙四大王既是黄河之神，更是漕运之神，正

如《释神·方祀》中所言“其后拥护漕河，往来粮艘，

惟神是赖”［１０］。而青县虽未濒临黄河，但运河从境

内穿过，所谓“东南财赋由境入卫达神京”［４］（序１１页），

故而有金龙四大王信仰产生的基础。其次庙内还供

有萧公英佑侯与晏公都督大元帅。萧公，姓萧讳伯

轩，南宋咸淳年间去世后被奉为神灵，于明洪武初年

被封为水府灵通广济显应英佑侯。晏公，姓晏名戌

仔，去世后亦被奉为神明，并于洪武初年被敕封为神

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此二位神灵亦是水神，专

管平定江河湖海风波，保障航船。并且庙内还供奉

有天妃娘娘，天妃即妈祖，其信仰最早源于东南沿

海，本为海神，具有确保航行安全的神性，而青县这

一普通的北方县域之所以会有天妃信仰，则与运河

密不可分。自元代重凿运河后，出于航运需要，大量

的东南区域水手或作为运军，或作为民人驾驶船只

以供南北运输，而青县，则是东南区域财赋物资经运

河北上首都的必经之地。此外崇奉妈祖信仰的东南

区域商人，在沿河贸易之时亦会将这一信仰带至青

县。青 县 正 如 方 志 所 载 “职 专 河 道，勤 劳 口

岸”［６］（卷下４６页），无论当地官府、民众皆需要运河航运

以保证人员物资往来，而天妃有助航运的神性便被

地方所重视，天妃信仰因而得以在青县生根，而此庙

便以“天妃圣母庙”为名。此外除兴济镇有“天妃圣

母庙”外，在县治之南二里处有一水池，亦被命名位

“天妃池”并成为青县八景之一的“天妃池桥”，由此

可见天妃信仰在青县之重要。

最后本庙除供奉以上外来水神之外，还供奉有

一位青县本土自发形成的水神，即明永乐年间曾任

职兴济县知县的王宏毅，据方志载“王宏毅，永乐初

任，以 河 决，禾 稼 尽 没，痛 不 能 救，投 水 而

死”［３］（卷四职官７２页），由上可知王宏毅因运河水发不能阻

止，故而自责以致投河自尽。这寥寥数语虽介绍了

王宏毅的死因，但并未说明其究竟如何上升为水神

神灵的。研究者通过多方查找终于在方志中《清兴

济巡检杨檠重建王家浅龙王庙碑》一文找到端倪，其

文中曾如此记述王宏毅去世之时的“异象”，“时河流

激荡，哀声震两岸，邑人沿流上下以案公尸，不得，经

再宿，忽漂于县堂，色如生，邑人乃建祠投水处”。故

而可以推测，正因王宏毅对于民众有着极为强烈的

责任感，因运河水发不能救而自尽，且自尽之后又有

诸多异象，众人苦求其尸身不得，却突然漂浮至县

堂，更为奇异的是其尸身神色状如常人，这都促使民

众将其神化，认为其“捐躯殉民，殁后必为河神”，并

赋予其“保障民生，澄清运道”［５］（卷四舆地２２页）的职能。

通过上述诸神灵信仰可以发现，无论是外来，抑或

本地土生，其大都有保河护运的功用，与纵穿县境的大

运河密不可分，使得这些信仰有着浓厚的运河色彩，

并与其他神灵信仰一道构成青县完整的信仰体系。

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以及对于青县其自身发展历史的

把握，将明清时期运河与青县社会之关系归结为一

种互动。因为明清时期的青县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立

性，首先无论是县制设置抑或城镇建设都有其自身

内在的延续性，并不完全因明清运河的大发展而产

生。其次，明清时期的青县部分商品贸易虽会借助

运河以运输，然总体而论其商品贸易并不发达，所谓

“境内向无大商资本较厚者”［５］（卷十一故实３页），其产品大

部分也是自产自销。至于外来商人虽有依运河而来

的山陕商人、闽粤商人，但因青县本地商业环境限

制，其影响有限。而河神信仰也只是诸多神灵信仰

的一部分。然而通过上述研究，明清时期的运河无

疑参与进了青县的社会发展之中，其对于城镇建设

的进一步促进，对于青县商品贸易的发展，对于县治

与兴济镇商品集散地的形成以及相应思想观念的变

化，对于青县信仰体系的丰富与发展，都有着相当程

度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力，又会将青县纳

入运河体系范畴之内，进一步促进了运河体系的广

度与深度，使得两者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

动态势。 （下转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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